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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反哺到底层污名
——建国以来的城乡关系与“小镇青年”叙事衍变 

 付蔷  沙垚

摘要  随着中国三、四线城市电影院线的建设以及乡镇观影人数的增加，“小镇青年”成为了近年中国电影

市场颇受瞩目的受众群体。围绕小镇青年观影品味的争论持续发酵，其背后是电影人和影评人对于中国电

影“媚俗”的焦虑。当群众观影的正当性被置于雅-俗的二元逻辑中，小镇青年不得不为电影艺术性的下滑

背锅。从大众文化史的视角来看，小镇青年所处的社会结构与阶级结构在历史大潮中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

本文旨在通过爬梳1949年以来有关小镇青年的叙事衍变，以发掘不同时期文化结构中不断变化、调整的城

乡阶级关系。通过这样的历史性回溯，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把解锁当代城乡不平等关系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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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小镇青年”在荧屏内外都颇受瞩目，甚至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文

化现象。自2012年起，中国三四五线城市的电影市场份额逐年增加，至2015年

达到36.32% [1]，尤其是在《捉妖记》24.39亿的票房中，小镇青年贡献了81%。[2]

因此，有学者认为小镇青年书写了当代中国电影的票房神话，成为了不可或缺

的主力。[3]但票房贡献并没有为小镇青年树立作为观影主力的正当性，在影评

人眼中，小镇青年一度沦为低级趣味的代名词。有影评人认为，小镇青年应该

为中国电影的在艺术和审美上的堕落负责，是他们使电影这门“昂贵的艺术”

变成了“低廉的消费物”，充满媚俗性与“屌丝”色彩。[4]

在电影市场的蓝海面前，作为受众主体的小镇青年被建构为电影艺术性

下滑的推手，类似的逻辑还出现在了今年贺岁档冯小刚的一句“观众是敌人”

中。现实中，对于电影观众的量化、分类研究尚显匮乏，电影创作者恐怕难以

准确定位自己的受众群体，往往是在所谓的“现象级”影片诞生之后，才马后

炮地进行相关的受众分析。因此，批评小镇青年观影品味的影评人和创作者

难免面临着如下尴尬：在电影产业化、资本化的影响下，一些创作者已经脱离

于观众和日常生活，他们对潜在的电影受众知之甚少。尹鸿在《2015年中国电

影产业备忘录》中，将“小镇青年”定义为“二三线城市及以下城市、县城、乡镇

观众”，其“年龄在19-30岁之间，多数为专科学力，收入5000元以下”，“更容易

接受接地气、叙事朴实、与自己成长经验相关的作品；更爱看喜剧电影，更偏好

新闻界 ISSN1007-2438  2018年第06期 传媒与社会

DOI:10.15897/j.cnki.cn51-1046/g2.2018.06.007



51

国产影片”。[5]这样宽泛的定义正说明了“小镇青

年”作为概念或观影人群的歧义性与模糊性。

布迪厄在谈论趣味的时候，认为社会的合法

趣味总是统治阶级的趣味。[6]蔡翔进一步提出，

并不存在真正的高雅趣味和低级趣味，其关键在

于“趣味”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7]作为观影主

体的小镇青年并非构筑票房神话与电影品质负

相关的中介，而更似电影市场化、资本化运作中

被消费主义迷雾所操控的玩偶。当“消费能力”

成为个体社会等级的重要标签之一，被物化的受

众只得走入资本主义物体系，用占有物质与资源

的能力证明自己的社会存在；但物质消费水平并

非社会分级的唯一标准，文化消费同样是社会分

级的利器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对于生活略有盈

余、刚 刚 具 有 文 化 消 费 能 力 的 大 量 乡 镇 人 口 来

说，他们的社会上升将再次被文化品味、审美趣

味挡在门外。想要继续攀爬社会等级阶梯的群

体只得向所谓的“中产”、“精英”品味看齐，进行

下一轮远超于大众消费水平的文化投资。这就

是资本通过品味驯化受众的过程。在当代中国，

这是城市中产阶级崛起过程中秘而不宣的事实。

因此，毋宁说小镇青年在当代被发现不是偶

然。借用马克思的逻辑，“小镇青年”在历史与当

下的“目的”和“任务”已经“最明显地无可辩驳

地预示了”一个阶级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社

会的整个结构” [8]。 

五四以来，“青年”一直被赋予正面价值，陈

独秀在《新青年》的发刊词中写道：“青年如初春，

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於硎，人生

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於社会，犹新鲜活泼

细胞之在人身。”毛泽东也有一句传播甚广的讲

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

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

好 像 早 晨 八 九 点 钟 的 太 阳，希 望 寄 托 在 你 们 身

上。”

与这些旧时的、充满正能量的叙述相比，当

下部分影评人、创作者正不断用他者化的视角对

小镇青年进行污名化。与其说这种污名化是少

部分文化精英的偏执使然，不如说小镇青年所处

的社会结构与阶级结构在历史大潮中已经悄然

发生了变化。因此，本文旨在通过爬梳1949年以

来有关小镇青年的叙事衍变，以发掘建国以来不

同时期文化结构中不断变化、调整的城乡阶级关

系。概括而言，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建国初乡土

文化被赋予了反哺都市文化的功能，乡村青年代

表着文化的未来；到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物质

生产的日益丰饶，以生产为中心的乡村生活与日

益抬头的城市消费主义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紧

张关系，小镇青年的文化陷入了方向的焦虑；20

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成为了新的合法性

叙事，早期革命叙事中乡土文化的合法性地位摇

摇欲坠，此时，在城乡之间流动频繁的小镇青年

呈现出失落与救赎并存的二重性；但是到了20世

纪90年代，乡村与小镇被定义为底层，在这套话

语中，小镇青年的文化是底层文化，其身份自信

与精神救赎被彻底消解……

因此，本文将社会主义各个时期城乡关系的

特点与有关“小镇青年”的叙事勾连起来，旨在透

过“小镇青年”这一群体的形象变迁，进一步回溯

各个文艺作品中关于城乡关系的叙事，以及这些

叙事背后的社会动力。通过这样的历史性回溯，

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把解锁当代城乡不平等关

系的钥匙。

一、解放的想象 

1950年 代 早 期 的 电 影、小 说、戏 剧 中，农 村

与乡镇青年呈现出了与当下媒体纪录的“小镇青

年”完全不同的辽阔气象与精神风貌。一方面，

“青年”被描述为新文化、新生活、新风气的开创

者与实践者。另一方面，农村、小镇作为共产主

义革命的原乡，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作为政治与文

化主体的地位被进一步巩固；而城市，尤其是鸦

片战争以来被迫开阜通商的都市，在《霓虹灯下

的哨兵》等影片中，往往被塑造成受到资本主义

文化腐蚀而亟待改造的空间，城市因而往往成为

敌特类影片中敌人与危险潜伏其中的空间。因

此，乡镇在文化和道义上处于截然不同于城市的

优越地位。虽然1950年代早期电影、文艺作品中

并未着力刻画和突出“小镇青年”的形象，但是社

会主义文艺叙事的内在逻辑使乡村、小镇、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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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获得了革命的合法性与道德的高尚性。

比如，在《婚姻法》宣传普及的过程中，“小

镇青年”尤其是乡镇与农村青年妇女身上的探知

并实践时代敏感变化的特质，以及这种“敢为天

下先”的性格，在电影、报纸等大众媒体中得到了

较好的塑造与传播。1950年《婚姻法》颁布之后，

众议纷纷，一些抱有封建婚姻观念的群众和干部

把《婚姻法》说成是“离婚法”，是“拆散人家法”，

是在“提倡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等，婚姻与自由俨

然被对立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报纸上一系列

关于农村青年妇女摆脱封建婚姻关系、勇敢追求

并再次获得个人幸福的故事，使得“婚姻-自由”

做为对立的两极最终统一起来。以农民自由婚

恋为题材、宣传《婚姻法》的电影《儿女亲事》《两

家村》《小姑贤》于 1950年后相继拍摄放映。50

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地方戏剧振兴而先后拍摄的

《刘巧儿》（1956年）、《罗汉钱》（1957年） 、《李二

嫂改嫁》（1957年）、《借年》（1957年）等反映婚

恋自由的电影，不仅向农民普及婚姻法教育，同

时也使得一批积极追求个人解放的“小镇青年”

深入人心。

究其原因，在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中，“青年”是革命的推动性力量。毛泽东认为：

“中国青年们……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就

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 [9] “工

农青年、知识青年和部队中的青年，他们英勇积

极，很有纪律，没有他们，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就

不能胜利。” [10]具体到文学作品中，首先，长期以

来青年尤其是青年妇女都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而

革命首先是解放的，因此青年被叙述成现代的、

革命的力量；其次，青年暗含着“成长”的主题，

更容易成为被教育的主体，因此往往会以“领路

人”的形象在文艺作品中出现。[11]

在 文 化 维 度 上，革 命 的、先 进 的 乡 土 文 化、

青年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与价值体系的创建齐

头 并 进，不 断 反 哺 着 尚 待 改 造 的 城 市 文 化 以 及

曾长期浸泡在资本主义文化中的人群。因此，村

镇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观念，被社会主义文化发

掘、借用并再生产，文艺作品中的乡村生活是美

好 的、朴 素 的、温 情 的，包 含 着 集 体 主 义 的 价 值

诉求。如果说新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内

置和预设了某种“城市中心主义”的逻辑，那么

1950年代中国的文化与宣传系统中对“乡村”、

“青年”的颂扬则在社会主义文艺的向度上维持

了城乡间的平衡发展。比如评剧《刘巧儿》中就

有一段曾经风靡全国的唱段：“巧儿我采桑叶来

养蚕，蚕做茧儿把自己缠。恨我爹他不该把婚姻

包办，怨只怨断案不公拆散了姻缘。”而对美满婚

姻生活的想象是：“过了门，他劳动，我生产，又织

布，纺棉花……争一对模范夫妻立业成家呀。来

在了桥下边我用目观看哪，河边的绿草配着大红

花呀。河里的青蛙它呱呱呱地叫哇，树上的鸟儿

它是唧唧喳喳呀。我挎着小筐儿忙把桥上啊，合

作社交线再领棉花。”

二、焦虑的初现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与第一个五年计

划的落幕，新中国达成了初步工业化的目标，建

国早期关于小镇青年的叙事仍在延续，但也呈现

出一些新的特征。一方面，小镇青年被建构为解

放的、现代的文化主体，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对现

代文明流露出憧憬和向往；另一方面，随着经济

的发展，先进的科技、现代的机械、丰裕的物质首

先会在城市出现。这种矛盾带来的客观效果是，

1960年代的中国，变得日益“现代”，不仅包括基

本确立的现代工业体系与城市生活方式，“同时

基本确立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文化导向” [12]，

并成为小镇青年热衷于模仿的“时尚”。这时候，

1950年代的小镇青年身上的文化自信和现代表

征被冲淡了。

蔡翔在论述1960年代因物质丰裕带来的焦

虑时，引用了两个案例，比如在《年青的一代》中，

林育生开始喜欢“几个罐头和一些点心”、“连衣

裙”、“生日聚会”等等这些“洋里洋气”的东西。

在《千万不要忘记》中，丁少纯开始穿“皮夹克”、

“西服”、“毛料子”，他喜欢这些代表“现代”、“工

程师”的生活方式的文化符号。问题在于，这些

符号并不是从“无产阶级生活方式”或者“社会

主义文化”中“土生土长”出来的，其背后是另一

种“物体系”，是消费主义，甚至资本主义的价值

传媒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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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13]

因此，在1960年代的小镇青年陷入了分裂与

焦虑中。事实上，官方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

将之视为帝国主义通过物化中国青年，达到“和

平演变”中国国家性质的一种方式，上升到“关

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

问题” [14]来讨论。主流话语解决该问题的办法是

调动1950年代的文化资源，尤其是中国革命过程

中积累的、被青年大众所认可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念，来进行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比如罗

瑞卿在1965年出版的《青年英雄的故事（续编）》

的 前 言 中 强 调“毫 不 利 己 专 门 利 人”、“阶 级 斗

争”、“艰苦奋斗”、“不怕苦、不怕死、不怕天、不怕

地”“胸怀祖国，眼观全球”、“甘当革命事业中永

不生锈的螺丝钉”、“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关心

人民胜过关心自己”、“爱护国家利益超过爱护自

己的生命”。[15]

这种话语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呈现。

比如1964年发表的话剧《千万不要忘记》，青年工

人丁少纯受到了以岳母为代表的城市小资产阶级

腐蚀，开始追求物质享受，工作态度和积极性都受

到了影响。在经历了一番波折之后，从乡下进城

来的爷爷及时出现，最终批判并点醒了青年工人：

“孩子啊，我的孩子！难道你真的忘了你是个什么

人吗？你的祖父是个老雇农，你的父亲是个老工

人。”显然，这里是调动了“阶级身份”、“不忘本”

苦难记忆与历史叙事，来完成对城市物质消费和

交换的批判。不仅如此，正如罗瑞卿所说：“青年

同志们，未来是属于你们的，努力奋斗啊！” [16]依

托已经获得的政治权力，作为坚实后盾，调动对

美好未来的想象，是应对1960年代焦虑的另一种

有力方式。丁少纯父亲丁海宽说，“我们总有一

天，能让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都穿上最好的

衣裳！可是现在，世界上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连

最坏的衣裳都穿不上！……要是你们（丁少纯与

妻子）光想着自己的毛料子，光惦着多打几只野

鸭子，那你们就会忘了关电门、忘了上班，忘了我

们的国家正在奋发图强，忘了世界革命！”。

但 是，这 种 与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现 实 逐 渐 脱 节

的文化符号、价值观念，以及对未来的想象，是否

足够化解“物体系”与消费主义对小镇青年的影

响？

三、失落与救赎

1970年代，在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中，政治

动员使得青年群体在城乡间不断流动，政治的介

入，持续赋予乡村、小镇在文化和道德上的进步

性和正义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因城市经济

发展带来的城乡二元分裂。但是到了1980年代，

随着政治与阶级话语的褪去，小镇青年所代表的

诸如现代、先进、解放等等的文化符号也随之逐

渐消解。

在《人生》的主人公、“小镇青年”高加林身

上，一方面，我们还能看到谈论时事政治、国家大

事给他带来的满足感和自豪感；另一方面，在努

力摆脱小镇出身，获取城市身份，却被人告发，重

返乡土之后，高加林“趴在热情的乡土上大声痛

哭”。这暴露了他内心深处那种“农村人低人一

等”的认知，以及对小镇的身份自信的失落。

1980年代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与乡村集

体经济的解体，中国“村-镇-城”之间出现大规

模的人口流动，在推动物质生产的同时，文化上

的碰撞亦是深刻而激烈。“小镇”成为有待开发

的文化想象空间，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

被更多的文艺与影视作品所关注，大量在村镇和

县城有过生产生活经历的青年群体开始成为文

艺作品中的主角或典型人物。“走出去”还是“留

下来”逐渐是“小镇青年”的重要人生选择。但无

论能否脱离农村户籍，精神上的“走出去”都是必

经之路。与外界的精神联系使“小镇青年”的个

人选择与20世纪革命中的世界主义精神建立了某

种勾连，冲淡了日常生产生活的艰辛与曲折。

雷达这样评论故友路遥笔下的小镇青年们，

“（他们）大都是物质上的贫穷者，精神上的高贵

者，外 在 的 贫 困 和 内 心 的 高 傲 形 成 了 强 烈 的 反

差” [17]，“往往吃的是窝窝头，卖的是苦力，却看的

是《参考消息》，向往的是联合国的讲台” [18]，如

《平凡的世界》主人公孙少平说，“总有一天，我要

扒着火车去外面的世界”。从将黄面馍、黑面馍、

白面馍直呼为“亚非拉”，到搜集并阅读《钢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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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炼成的》、《牛氓》等中外名著，再到积极投身

农业生产与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中去，路遥笔下

“小镇青年”的精神世界始终与外部变化、与世界

紧密相连。路遥的书写不是孤案，孟登迎在分析

1983年黄蜀芹导演的《青春万岁》和1985年张暖

忻导演的《青春祭》时认为，1980年代的青年，尤

其是与乡土社会有关系的青年，虽然都有青春感

怀的情愫，但依然“重视展现人民性和青年知识

分子的自我改造” [19]。

以少安与少平的个人活动为主线，“小镇青

年”们游走在城乡之间，灵活挪用各种城乡资源

为己所用，他们投身家乡建设的个体实践弥合了

时代的裂痕以及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割裂式发展，

让更多人看到土生土长的中国青年是如何主动

迎接、适应并拥抱大时代变化。

这便形塑了1980年代“小镇青年”的形象，

虽然不再有诸如1950年代的身份自信与文化引

领，但他们依然葆有热情、朝气和对未来的想象。

胸怀着革命与社会主义理想抱负的“小镇青年”

与日益堕落的时代和社会进行着艰难的斗争。

四、被遮蔽的主体 

在1980年代文艺界逐渐自由化与去政治化

的氛围中，来自农村或小镇的青年有了一个新的

名字“底层”，在这里，“青年”的能指和所指都不

见了，尤其是1990年代，流动进入城市的“底层”，

在文艺作品中，不再对知识充满渴求，不再对未

来充满理想。

在何继青1993年的小说《军营股民》中，进

城务工的打工青年，成百上千地排队购买股票，

梦想一夜暴富，面对这种不劳而获的金钱获取方

式的诱惑，毫无抵御能力。赵月枝研究1990年代

的都市小报时，引用了一些事实，比如“兽性丈夫

切下妻子的鼻子和脸颊来下酒”，“丈夫为他做妓

女的妻子拉皮条”，“母亲协助她做妓女的女儿勒

索嫖客”等等[20]，无论是小报故事的主角，还是观

众，都以流动的进城务工青年，即所谓的“底层”

为主体。

“底层”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一个巨大的

社会不平等的存在” [21]，与“底层”相对的是“上

流社会”和“精英社会”。因此，底层问题是“现

代性叙事的最大的裂隙。这个群体的存在时刻

提醒着人们，所谓的现代化正在制造着被完全抛

弃的人群” [22]。

用产生于后殖民资本主义语境中的“底层”

来替代改革开放时代的进城“农民工”，农村或小

镇的“青年”等概念，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

置身于中国革命现代性及其历史发展的轨迹之

外，并以一种隔岸观火的方式” [23]考察当代中国

的社会结构，所遮蔽的正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

的历史实践。换言之，在1990年代，通过“底层”

概念，彻底解构了来自农村或乡镇的青年所内涵

的身份自信、文化主体、未来想象、精神救赎，以

及与革命的关系。

新世纪，随着三四线城市商业地产的开发，

中国电影产业化的脚步触及了更广大的小镇人

群，投资者发现“小镇青年”成为观影的主体。这

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在“底层

叙事”切断了与历史叙事的联系，以及“自我东方

主义”话语盛行的时代语境下，“小镇青年”也就

自然而然被塑造成一群具有一定消费能力，而又

趣味恶俗的文化他者。来自城市的“剧场”“影

院”“博物馆”代表着一种时尚，而“小镇青年”

努力地向往并消费着这些文化符号，但他们依然

是他者。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新世纪，与“底

层”同构的“小镇青年”，尽管他们贡献了中国电

影票房的半壁江山，却不可能获得一个光辉正面

的形象。可以说，“小镇青年”形象是当代城乡关

系的表征，它充分说明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已经从

政治经济结构蔓延到了文化领域。

五、结语：未完成的进行时——“小镇青年”的时

代使命

本文通过爬梳历史不同阶段小镇青年的形

象和叙事的变迁，希望从历史中寻找话语资源，

尝试着去突破当代“小镇青年”的叙事藩篱，进而

重新发现真正的作为主体的小镇青年。

建国初，乡村、小镇和青年都是正面的形象，

是“领路人”和“排头兵”。到了1960年代初，随

着城市经济发展，城乡之间的裂痕逐渐扩大，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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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越发向往城市的物质和消费，但这时候的乡村

和小镇依然在文化上依然保持着自信和优越性，

并作为解决城市“堕落”的方法而存在。1980年

代初，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大批流动人口进城

务工，乡村和小镇的文化自信不见了，且逐渐成

为落后的代名词，但是在文本中，城乡之间流动

的“青年”用身上的朝气、理想和世界主义的情

怀，努力地弥合着城乡之间的裂痕，某种程度上

说，他们作为一种时代的救赎而存在。直到“底

层叙事”兴起，来自农村和小镇的“青年”沦为底

层，他们整天为了生计发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

都没有任何优越性可言，青年话语与革命话语的

关系被割裂，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线性的现代性的

消费主义话语。

沿着城乡关系和青年话语两条脉络梳理历

史，总体上，我们发现，城乡关系日益不平等，这

也就必然造成青年叙事中积极性和价值感的彻

底旁落，直至被妖魔化和污名化。因此，小镇青

年的话语背后，是文化领导权的争夺。

造成的结果是，“小镇青年”成了永远的异乡

人。半个世纪以来，来自农村和小镇的青年，已

经逐渐认同城市文化，日益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

式，甚至许多小镇青年依凭自身努力，已经在都

市扎根，但他们仍旧因为出身以及文化差距怀有

一种自卑感，加之中国尚不灵活的户籍制度以及

由此引发的买房、子女教育等诸多限制，户口与

出生地仍然是社会等级划分的标准之一，这些小

镇青年由此成为了“都市异乡人”。音乐与舞台

上关于“都市异乡人”的歌咏与呈现恰恰反映了

新时期人们独特的文化心理。可以说，“小镇青

年”的语词本身就反映并参与建构了这种复杂的

社会现实。

在 城 乡 矛 盾 尤 为 尖 锐 的 今 天，拨 开 消 费 主

义、精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妖魔性话语，我

们有必要去体谅这个生活在城乡夹缝的群体“各

自面临的社会压力、风险和精神困惑……我们还

应该善于洞察其中所投射出来的某些可以改良

青年生活品质的希望和光亮” [24]。重新关注文本

内外的小镇青年，重新发现这个被遮蔽的主体，

他们在城乡之间艰难的流动，消极地说是“留不下

的城市，回不去的家乡”，但正如威廉斯所说：“要

让希望具有可行性，不要让绝望具有说服力。” [25]

通过人的流动，以人为中介，是否有可能在日益僵

化的城乡二元结构中撑开一道裂隙？果真如此，

或许可以对于文化政治与城市经济发展这一问题

给出当代的答案，也是一种打破阶层区隔、恢复人

群与地域之间普遍联系的伦理与价值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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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扩大化。二是关于利益再分配。此次修

改中，对电影作品二次使用的利益再分配进行了

规定。问题在于没有规定制片人、作者、表演者、

制作者等利益主体间的报酬分配方法，只是笼统

提出“协商解决”，另外利益分配的范围界定也不

清晰，如编剧、配乐师、导演、摄像师、甚至剪辑人

员等，是否都是作者？

著作权法律体系不断在作者、传播者和广大

公众使用者三者之间谋求一个利益平衡的格局。

既要有利于创造，也要有利于使用，还要有利于

保 护。 但 无 论 如 何 修 改，作 者 的 创 作 利 益 都 是

第一位的，不承认作者的著作权，社会对作品的

需求 就不 可能 得到满 足，离 开作 者的创 作这 一

前 提 来 谈 著 作 权 的 限 制 没 有 意 义。 因 而，立 法

首先考虑为作者在法律上提供充分的保护。但

是，对著作权作出适当限制也有必要，否则作者

对 作 品 控 制 的 权 利 越 大、控 制 时 间 越 长，社 会

（代表绝大多数使用者利益）所需付出的代价就

越大。当然，随着新媒体技术不断变革，尤其是

人 工 智 能 背 景 下 的 知 识 生 产 方 式 发 生 变 化，著

作权伦理及权利归属等层面将不断面临新挑战，

著作权法的修订和完善也应充分考虑其前瞻性

和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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